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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之外的第三条儒学进路

任 剑 涛
( 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心性儒学、荀子的政治理想主义之政治儒学，被
认为是最具影响的两条儒学进路。孟子的进路重在儒家伦理学建构，荀子的进路重在儒家政治学构造。于今而
言，两者各有盲点。因此，综合孟荀儒学进路，便成为克治两者缺失、兼得两者优势的一种现代儒学建构新进路。
这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的综合进路。但现代儒学的突破并不在综合孟荀，而在承续董仲舒进
路。这种承续，自然也不在仅仅专注政治操作的董仲舒公羊学，而在儒家学理与儒家政治的内在综合:既在理论
上综合诸家之长而成就通纳百家的儒学思想体系，又在实践上保有原则地切入现实政治运作，从而将儒学的理

论雄心与政治志向熔冶一炉，让先秦发源的其他各家之后继者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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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儒学现代发展进路的主张，大致有二:

一是或光大孟子心性儒学传统，或发挥荀子政治儒

学统绪。这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二是举孟旗行
荀学、统合孟荀。这是李泽厚、梁涛两位的主张。后
两种言说进路，其实都是想促使儒学走出个体心性

修养的狭小天地，着力为儒学寻找现实政治出路。
在这两种大思路之外，真正秉承董仲舒进路以开拓

现代儒学发展新境，或许是儒学发展应予重视的第

三条进路。

一、政治儒学的凸显

说起来，进入当代中国学术场域的政治儒学已

经有一段历史了。早在 1991 年蒋庆发表了纲领性
的政治儒学文章《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
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1］80—91，算是政治儒学

的正式登台。在此没有用他后来出版的《政治儒
学》《再论政治儒学》和《广论政治儒学》作为政治儒
学登台的标志。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将那篇文章
作为政治儒学正式表述的出台标志是完全成立的。
从那个时候算起，政治儒学发展到今天将近 30 年

了。这是一种将孟荀、或者说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
学判然二分的主张。
今天政治儒学已经颇有声势了。但分析起来，

大部分的政治儒学其实是反政治的。这个断言不带
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思。而是想强调，既然将儒学
的理论形态命名为政治儒学，那它就必须鲜明地体

现出它的政治性。不过，政治儒学实在不是政治地
思考( thinking politically) 政治的结果，而是道德地
思考( thinking morally) 政治的结果。为什么要强调
这一点呢? 因为政治儒学的论述，本是想弥补孟子

高悬于超越层面而对政治事务重视不足的“缺陷”，
努力将政治儒学经验化、政治化。李泽厚、梁涛两位
兼综孟荀( 李) 或统和孟荀( 梁) ［2］［3］，都存在打开儒

学经验层面的意图。但实际上李、梁二位还是没逃
掉反政治的儒学思维羁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
梁以及倡导政治儒学的蒋庆，都是在人文学科的范

围内看待政治的，他们对实际政治事务并不关心，所

论便必然是一种书斋政治儒学。在我看来，书斋政
治儒学要么是反政治的，要么是疏离政治的，唯独不

可能是政治的。因为限于书斋玄想，政治只能是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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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者的价值偏好表达，而与实际政治事务难以关联

起来。
所谓政治地思考政治，就是不将政治视为观念

之争、价值偏好表达，而是尝试通过讨价还价、程序
安排、妥协机制等实践导向的进路来理解和处置政
治事务。符合后者的即是政治地思考政治，不符合
的就叫非政治和反政治的思考。［4］151这不是说非政
治或反政治的思考就是错误的思考，而是说那对揭

示政治真相的价值有限、对构造能够实际运行的政
治制度的效用不大。
现代政治儒学已经展开了多种路径。我关注的

是其中两种路径，一种是孟荀分离，即心性儒学和政

治儒学分离。这是蒋庆的路径。他特别强调自己主
张的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重大结构差异。为此明
确指出心性儒学存在的四大极端化缺陷。这是蒋庆
对政治儒学之别于心性儒学的原初、系统的表达。
近期蒋庆表达的政治儒学越来越圆润了，剑拔弩张

的说法很少见到。我认为他原初的纲领性表达才是
他廓清两种儒学判然有别的学术边界的明晰说法。
他指出了心性儒学的四大缺陷。一者，他批评

港台新儒家的极端个人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蒋
庆误读的结论。新儒家的个人化倾向，完全就不彰
显———他们对张扬个人价值有态度，没立场，无论
证。只是在支持民主的情况下申言个人的价值，但
实际上没有对个人主义的系统阐述。一旦进入传统
儒家思想的阐述，其实都还是集体主义。心性儒学
和政治儒学，乃至于整个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在我看

来都没有重视个人。忽视个人是中国现代儒家政治
理念的一个基本缺陷。进而言之，在中国现代思想
世界中，个人只存在于文学世界之中，而且是以个性

的面目来表现的。此外，中国的现代个人一直处在
严重的压抑状态。
二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学的极端形上化倾向。

这对心性儒学也有些不公。港台新儒学第四代代表
李明辉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辩驳。［5］人
们确实很难把港台新儒学对民主科学的开怀拥抱说

成是极端形上化的。他们也关注形下问题，只不过
因为牟宗三是通过康德三大批判及其翻译并作为理

论参照来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所以蒋庆有此一说。
这就把牟宗三“外王三书”的形下关怀遮蔽了。所
以这是个不公平的断定。
三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学的极端内在化倾向。

这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断言。尽管港台新儒家确实
走的是一条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路子，但只要承诺了

“良知的自我坎陷”，也就给予了政治儒学以相对独

立的地位。所谓“理性的运用表现”与“理性的架构
表现”之别，确实敞开了儒学向下运思的门径。
四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家的极端超越化倾向。

港台新儒家确实大力张扬“内在超越”观。但他们
虽然极为关注个人内在的生命与心性，却并不将之

作为自己思想的唯一主题。他们也关注社会政治问
题，并且对港台的民主政治转型做出了重要理论贡

献。况且，在政治世界中看，他们采取的既超越传统
儒学、又超越现代民主的立场，配合内在超越的儒学
特质之论，确属一种理论创制进路。
蒋庆在指出港台新儒家四大缺陷的基础上，明

确采取一种孟荀分离的进路，或者更宽泛地讲心性

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的立场，来处理政治儒学建构

问题。他确实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鲜明区隔开
来，并且刻画了一条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

“大陆新儒学”建构路子。蒋庆的这一断定非常强
势。他认定，当代新儒学只有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
儒学，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从而完

成自己的现代发展。［1］在蒋庆这里，从心性儒学走
向政治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不做他想。

二、对立，抑或综合孟荀

不同于蒋庆的另一条进路，是李泽厚和梁涛的

路子。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儒家内部存在一种儒法
对立且互补的结构。儒门有兼综儒法思想的大家，
荀子就此洞开大门: 孟子为儒学设定了道德理想主

义的进路，因此是儒家讨论政治正当化问题的理想

派; 荀子则从政治视角坐实儒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因

此是儒家实际介入政治事务的务实派。因此李泽厚
讲“举孟旗，行荀学”，梁涛主张“统合孟荀”。两者
似乎都心存一种弥合分裂性地处置儒学古典遗产的

对立。这对现代儒学的重建也许不失为一种解决同
室操戈困境的思路。
不过人们可以看到，两种进路都存在一些难以

克服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就蒋庆进路看，要凸显一
条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必由之路”，起码需
要满足两个排斥性假设: 一是其他儒学进路都完全

没戏了，因此明灯孤悬，只好走蒋式政治儒学之路。
二是他单纯突出了儒学的政治品格，相比而言，似乎

心性儒学就不那么儒学了。前者显然为其他现代新
儒家学者所不同意，后者需要蒋式政治儒学接受政

治检验。但因为蒋式政治儒学严重与现实相疏离，
而且是一种绝对逆转现实、回到传统的政治思路。
显然，这就将必须进入儒学政治设计场域的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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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派排斥在政治商议的范围之外了。故而它明显
是一种非 /反政治的思路。这既然是一种不够政治
的政治主张，因此只能是一个个人政治主张的理想

化表达。这样的表述，还不能叫作政治学表述，其
“政治”儒学的命名就令人生疑了。
蒋庆所强调的政治儒学九大特点，在我看来都

不那么“政治”。一是他强调政治儒学能够体现儒
学本意的说法，很难成立。儒学“本意”的说法，其
实就是寻求“原教旨”( fundamentalism) 的说法。而
“原教旨”在其最严格的层面上，就是恪守教派最初
的理想设计，但离开教派原创者即孔子本人的阐述，

谁也不能僭越到孔子的位置扬言自己所说是儒家

“本意”。今时今日儒家中人声称的儒家本意，要么
是一种修辞，要么是一种争夺学术支配权的表现，实

际意义非常有限。
二是他认定政治儒学才是关注社会的儒学。其

实，如李明辉所言，港台新儒学不会不关注社会。梁
涛重视的儒学之推己推恩，对之政治儒学在讲，心性

儒学也在讲。关注社会的儒学自然是关注现实的儒
学，而关注社会的儒学建基于心性关注，两者之间不

能够绝对切割。蒋庆对两种儒学的区分确实有些牵
强。此外，他所说的政治儒学九大特点，循此归纳为
三四点足矣。他之所以将二者的差异性罗列出九
点，不过是想暗示人们，政治儒学跟心性儒学的区别

太大了。蒋庆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的，对类型学的表
达不太在意。在我看来他区分为三点的内容其实谈
的是一个问题，如政治儒学是关注政治实践、当下历
史、现实状态的儒学，其实都是同一个关注而已。
三是他认定政治儒学是主张性恶的儒学。这对

孟荀差异的认定太过硬性。性恶性善，孟荀的分析
是殊途同归。① 蒋庆的区分存在停留于孟荀直接文
字表述上面的嫌疑，性善是用来凸显良心仁性的道

德根基重要性的，性恶是用来批判人性凸显政治矫

正价值的，两者指向的都是儒家的仁心仁政这回事

情。像蒋庆那样认定唯有政治儒学才能标示儒家的
政治理想，就意味着他还是在表达一个理想层面的

儒家政治理念，并没有落实在政治事务之中讨论政

治理论。蒋庆对政治儒学特点的其他罗列就不再一
一讨论了。
简单强调一个事关儒学理论类型分类的意思，

就是论者长期对荀子的理论类型定位是不确的。荀
子并不是真正解决政治问题的儒家“政治学”现实
主义，他的政治思想其实是另一种理想主义，而不是

现代背景条件下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

或者经验主义。基于此，可以说无论是分离孟荀还

是统合孟荀，都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断然二分

的视角给出的结论，颇可商榷: 蒋庆分离孟荀，或者

更广泛的讲，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的方案，确

实有一种双失的危险: 一方面，他守持原始儒家的立

场不够坚定。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儒学之现代政治
品格又不足够。所以他冒着双失的风险言说的政治
儒学，并不是因应于中国的现代变迁提出的儒学论

说，而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偏好的一己表述。秋风
认为蒋庆是 60 年来唯一思想家［6］，这样的表彰有些
过甚其词了，实在是一种小圈子的相互赞美而已。
李梁统合孟荀，同样有一种双失的风险: 一方面，他

们想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锅煮，可能两头不靠

岸; 另一方面，由孟及荀，后者由荀及孟，或者兼综孟

荀，都有一种将二人政治关怀打为两截的危险，一种

后起的两截尝试，可能就不是孟荀自己的意愿，而是

尝试连接两人主张的第三方的第三种论说了。
蒋庆 1991 年对政治儒学理念的表达，简洁明

了。以此对蒋庆政治儒学的特征进行概观，也就更
为准确。后来蒋庆在应对各种批评的情况下，对政
治儒学进行的修正性表述，好些已经丧失了他原本

立场的鲜明性，变得模糊、含混起来。假如论者关心
蒋庆学术观点的流变，就会忽视蒋庆的原初表达，甚

至对基于这篇论文论述蒋庆政治儒学观点感到愤

慨。人们会觉得蒋庆的修正性观点才是更准确反映
他政治儒学主张的说辞，岂不知那是蒋庆面对批评

时的一种事后矫正，反而不能作为论述他政治儒学

立场的首要论据。
蒋庆截然对立儒学内部的两种立场，并以此作

为自己申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确实存在校正的

余地。人们可以承诺，人的物理本性、生理本性、社
会本性、道德本性从来都是可以在分析上清晰区分
开来的，而它们在实践中却是可以紧密贯通的人性

特征。就此可以说，统和孟荀不是什么实践难题，但
在理论分析上确实是一个难题。从实践的视角看，
孟荀确实不存在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在这个
意义上讲，荀子的理想性是面对政治事务而显，孟子

的理想性是面对道义性而现。实际上在儒学的绵延
史上，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来都无从入门。梁涛
为统合孟荀辩护了半天，就是试图打开儒学的现实

面向。岂不知梁涛并没有真正为经验敞开大门。因
为孟荀是那么容易统合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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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前引梁涛文的分析。另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
究》第三章第二节“人性善恶: 政治抉择的德性凭借”，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的儒学大师分裂性的主张，难道是他们智力不及?

或者他们不知道孟荀的关怀非常一致? 或者拘守孟

荀一端不能自拔? 与蒋庆的表达相类，梁涛的表达

只不过是跳到了蒋庆的另一极: 分离孟荀的主张看

到了传统儒学的分析性差异，统合孟荀看到了传统

儒学的实践统一性。但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上通观孟
荀，无论是蒋庆还是梁涛，都不如李泽厚来得聪明:

所谓举孟旗，行荀学，就是在理论上或分析上承认两

者的差异，但在实践上将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事务性

对接起来。人所共知，李泽厚的举孟旗，行荀学，是
他整个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一个构成环节。所以搜
索出他这篇“举孟旗，行荀学”的文章，并不是一个
具有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只不过是表达一种立场而

已。在这篇文章里，李泽厚只有三段话论及这一主
张。
他的论述很简单明了，就是良知良能，不足以解

决内在心性修养向外推的政治外王问题。外推得靠
荀学。因为荀学强调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为) 也。
人为的东西就此引申而出，不会像孟子那样将儒家

的政治主张憋死在心性世界里。李泽厚“举孟旗，
行荀学”是有些反讽意味的。因为之所以他乐意
“举孟旗”，就在于孟子强调人的良知良能，且将政
治正当性深深扎根在道义沃土中。否则这个孟旗怎
么举得起来呢? 这个高飘的旗帜就是儒家道德理想

主义的旗帜。如果孟旗不是一面道德理想主义的旗
帜，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举孟旗”。你举着孟旗说
我要干实事儿，就把旗帜当成了口号，就不但亵渎了

道德理想主义不说，而且遮蔽了政治事务讨价还价

的实在性。而之所以需要“行荀学”，就是因为政治
事务不是举着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就可以连带解决

的，需要人们对制度与举措高度关心，并且将之作为

解决政治现实问题的不二法门。如果你“行荀学”
却躲进道德理想主义的硬壳之中，就不仅无法投入

现实政治世界，而且根本就无从求解政治治理之道。
所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肯定是两回事情。在

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梁涛试图统和孟荀，实际上处

在意愿与结果统和不了的窘境。因为孟旗、荀路对
举的时候，前者是一种战略思维，后者是一种策略思

维; 前者看的是未来和长远，后者着重在当下和程

序，两者完全无法打通。无法打通，又如何统合呢?
跳出人文学科的思路，按照社会科学思维，人们就会

知道，政策决策的过程从来都是当下诸要素互相博

弈的结果①而不是申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可以
顺带解决的事情。
李泽厚主张的“举孟旗，行荀学”，有可能把举

旗与走路当成分别来做但统归于一的一码子事儿。
但在举旗与走路之间，似乎缺少一个贯通两者的必

要环节。为此，梁涛特别强调儒家的心性论还是个
必要的中心与中介。围绕这个中心与中介，举什么
旗的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同时，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就

有了一个前行的灯塔。这简直是一条既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的路子。其实这是中国人一个莫名其妙
的、不切实际的盼望。这个盼望给人一种滑稽的感
觉。这不是说梁涛滑稽，而是说这个理想滑稽: 仰望
星空得务虚，脚踏实地要务实，又虚又实，那是人绝

对不可能同时做到的事情，因为这是两条难以兼得

的实践路径。须知，理想的确立、德性的修为，与资
源的需求、实际的配置，以及政策的决策、具体的执
行，完全是两码事情。仰望星空的时候，人们根本不
必要有任何的政策考虑———向上，政策决策需要考
虑的最重要根据是政治、法规与欲求; 向下，政策决
策与执行重视的是妥协、商量与满意。行政权力是
连接决策与执行的关键环节，这正是现代政治体制

中行政管理成为重要事务的理由。在政治理想与现
实之间，悬着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环节。这是理想
不能捎带解决的难题，也是政策实施不会关注的问

题。而这正是政治之为政治，且必须经由程序机制、
商议过程与妥协安排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梁涛实际上试图把李泽厚举旗走路

之分离前提下的贯通性考虑在起点上就统和起来。
他们二人与蒋庆是完全对立的思路吗? 答曰不是。
李泽厚的考虑，是蒋庆分立孟荀过渡到梁涛统和孟

荀的一个实用性方案。梁涛觉得在这里李泽厚可能
会遭遇一个危险，举着孟旗却行的是荀学，怎么坚持

儒学的价值立场呢? 实践岂不是单独决定着儒学的

前途与命运了? 儒学的价值立场会不会因此丧失

呢? 在我看来，这是大陆讨论儒学对自己设置的障

碍。可以设问，儒学坚持仁爱立场是不是就够了?
还是一定要坚持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是现代儒学界

定何谓儒家、儒学的一个临时性概念，将之作为儒家
的核心，是对儒家精神的不解。这个不解，不是在道
德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学理意义上讲的。因为儒家
更重视的不是内外问题，而是本末问题。“一是皆
以修身为本”。所谓三纲八目，就此才能得到准确
理解。［7］82—94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李泽厚试图将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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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背景条件下展开的，但具有一般的适应性。



往下行的力量往上提，提到孟子旗帜高扬的地步; 同

时又将高举的孟旗仅仅作为旗帜，让其飘扬在荀学

政治务实的坚实土地上空，两全其美，各得其所。问
题也因此出来了: 举旗走路，各行其是，儒家岂不是

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完全分裂了? 梁涛的统合孟荀

主张，实在是想替李泽厚补锅。

三、另辟蹊径:董仲舒的知行双关进路

蒋庆及李泽厚、梁涛的两种政治儒学方案，其实
都可能造成一个双失的局面。什么双失呢? 首先，
就是坚守儒学立场的一个设定，是在儒学的流变上

下手，而没有真正坚守儒家创始人的“本真”理想。
他们没有走到孔子处寻找儒家的真精神。在某种意
义上，梁涛统和孟荀，其实是把荀子提升为孟子，把

孟子略为下降成为荀子。孟子当然不是原来的孟
子，荀子也不是人们理解的荀子了。在这一点上，梁
涛自有其一片苦心，人们会对之产生一种强烈的呼

应感———唯有如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关怀与政治现
实主义应对，才能不被区隔，才能维系内圣外王的传

统机制。但在我看来，梁涛的这个主张，可能有点委
屈荀子了，他把荀子事实上置于孟子之下了; 同时又

可能有点委屈孟子了，因为他会把孟子的关注点下

落到荀子的关注点上，结果可能会将荀子提拔到孟

子之上了。这还不如像李泽厚那样干脆举个孟旗，
走着荀路来得干脆。其次，就是坚守儒学的立场，其
实是在坚守古代儒学的立场，而没有以正视“现代”
为前提条件来审视儒学的现代重建处境与问题设定

这两个关乎建构“现代”儒学的决定性问题。结果，
“现代”已经隐而不彰，“现代”儒学又从何建构起来
呢? 因此，“现代”儒学很大可能只是在现代时间范
围内的儒学而已，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现代”精神特
质。一种被古代儒学严重限制了价值视野与问题设
置的儒学建构，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
的悖谬产物。［8］

比较起来，梁涛的政治性品格比李泽厚弱，比蒋

庆就更弱。梁涛把统合孟荀搞成了一种政治愿望。
当统和孟荀变成政治愿望的时候，其论说的政治品

格就出不来了。换言之，梁涛的论说理想性，让他无
法走向一个程序化的政治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其
实我们怎么去考虑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问题，本

身就成了问题。如果说存在一个与心性儒学不同的
政治儒学，或者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面向现代的新外

王论说，面对传统儒学的中坚组成部分，也就是孟学

与荀学，究竟是统是分，都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都

无力在一个儒学体系中安顿二者的位置。结果就是

现代儒学陷入不可自拔的内部讨伐，处在一种内部

判教的精神紧张之中。不屑儒学或反对儒学的人
们，只要笑对儒家内部的分歧，看惯儒家的内部判

教，就可以置儒学于不顾，那么儒学中人又怎么可能

既解决心性问题又解决政治问题呢? 退而言之，儒

学又怎么能有效解决心性问题、政治问题呢?
这是一个怎么有效处理儒学的传统资源和儒学

的现代面向的两难问题。在儒学内部，究竟按照他
们三个人的两组方案往哪个方向去走，就此成为一

个难以两全的问题。政治儒学的政治品格和原初儒
家或孔子路径显著不同。这是需要矫正的。我觉
得，按照梁涛给我们提示的思路，统合孟荀，是要看

到儒家走到荀子，已经展现出了两种理想主义，道德

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问题常常在于，人们不
把荀子的政治思想当理想主义看。人们以为，只要
一提荀子政治思想的现实面向和经验导向，他就是

儒家处置政治事务的具体方案设计者。这是对荀子
的误解。如果人们愿意区分理想政治和政治理想，
就有了区分孟荀思想的一对概念: 孟子谈的是理想

政治，仁心仁政就是理想政治最简单的刻画。虽然
它来自良知良能，而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的几何
学知识根基，但它确确实实是排斥现实约束，而具有

强大的、时空超越的规范性力量。换言之，他的方案
可以不接受经验检验。一种政治经验成功了，或是
失败了，既无法验证、也无法推翻孟子的道德理想主
义。它永远是一个最高的政治标的，它就放在那里。
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人类只能永远朝这个方向逼近。
如果你强行把理想政治硬生生摔到桌面上并制造一

套实施方案，那就一定会陷入道德专制的泥淖。当
人们一定要把理想主义变成现实方案，就会将理想

庸俗化为现实，理想与现实就会一同被埋没了。
荀子的政治理想主义有一种误导人们的特质:

人们常常以为理想政治之下只存在具体实行的政治

方案。其实不是。荀子设计的所谓王道政治———
“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法”“王者之言”
等，很多人认为它是王道政治的实施方案，这是一大

误解。自然，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方案要到《孟子》
那里去找。但荀子所提供的，也只是王道政治的次
级理想方案，绝对不是实施方案。以理想主义眼光
来看待政治问题，理想政治是最高标的，政治理想是

次级标的。后者确实是面向政治的，但不是具体处
理政治事务的。政治地对待和处理政治事务，实际
上是荀子的学生开出来的。但是他们已经走向了法
家。儒家因何联姻法家，构成“儒表法里”的政治思
想结构，是一个“务为治者”的政治问题注定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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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从荀子往下走，走到政治世界之中，才真正开始
处置具体的政治事务。但秦的“万世之基业，二世
而亡”，证明法家也没有真正处理好政治问题。汉
代董仲舒与汉武帝的成功对策，才将理想政治、政治
理想与政治事务关联起来处理，那是一种旨在融通

诸家并切入政治世界的进路，而非对立或贯通孟荀

取向的结果。这其实代表了儒家走出天真的理想主
义政治天地、走进真实的政治世界的第三路径。而
这已经是处在孟荀之外的政治思考进路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进路，并不是蒋庆着力阐

释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进路，而是董仲舒着力以

儒学为核心对诸家的吸纳，以政治事务的处置为中

心通盘考量儒学建构的路数。蒋庆对董仲舒春秋公
羊学遗产的挖掘与发挥，是值得肯定的一条儒家式

政治思想进路。但蒋庆重公羊学传统胜于重公羊学
实践，因此无法理顺董仲舒方案实施的关键条件。
董仲舒的建构是在古代政制运行的机制中展开运思

的。他设置的限制皇权的大思路: 天人相副、天人感
应与天人谴告学说，仍然是一种既不能伸张限制皇

权意图的挂空神权，也不能坐实为一个水平面上的

权力相互限制的实在分权，仅仅是以心理恐吓( 天

对人的谴告) 为支撑的准神权思维的产物。就神权
限制皇权的一端来讲，因为董仲舒根本缺乏教会制

度的想象，因此也就缺乏世间神性的负载者，一旦大

胆妄为的皇帝心理、性情格外坚强，不受恐吓的阻
遏，董仲舒对限制皇权就无计可施了; 就皇权受分权

机制的限制来讲，董仲舒就更是付诸阙如了。这不
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情。同一时期，除开罗马一个
特例以外，没有其他古代国家实现了类似的突破。
我们也没有理由强求古代先祖实现这样的突破。而
今眼目下，这正是我们自己需要承担的时代责任。
如果今人试图秉承儒家宗旨，那么董仲舒的第三条

儒学路线，就是一条具有真实的政治现实品格的进

路。也许，从蒋庆的公羊春秋学再往前推，坐实董仲
舒未能凸显的限制皇权的两个基本条件，政治儒学

就有可能真实得降临人世?

在蒋庆思路之外，董仲舒对儒学的汉代之兴所

发挥的极大推进作用，最具当下启示作用的一点是:

董仲舒将儒家学理的建构与儒家政治实践方案内在

嵌合起来加以高度综合。这是此前的儒学均未完成
的思想任务与实践切入。对孔、孟、荀三人来讲，孔
子确实开辟了儒家旨在恢复“天下有道”政治的神
性进路，但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明显是不成功的。后
起儒家只能对孔子以“素王”目之，可谓最准确凸显
孔子的政治实操的尴尬，与政治思想深远影响和政

治实操影响力的不对称。孟子与孔子一样，奔走列
国、凄凄惶惶，终究只能下帷讲学、教育弟子。以司
马迁评价孟子的“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便知道孟子已经明显偏离孔
子路线而走上了高远的道德理想主义之路。荀子对
战国后期的思想界影响极大，其三为齐稷下学宫祭

酒便可知这一影响力。但荀子以一兰陵县令的身
份，是绝无实践其“王者之治”的机会的。倒是董仲
舒，引诸家，尤其是阴阳家的天人之际思路入儒，而

将诸家学说熔冶一炉，创造了秉承儒家宗旨，但森严

儒学理念的学说体系。同时，借助“天人三策”将儒
家理念深深切入汉代政治操作过程，直接塑造了汉

代政治风格，并深远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儒家
在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方案设计上真正在诸家中力

拔头筹，并取得全面的、真正的成功，始自董仲舒: 所
谓“推明孔丘，抑黜百家”( 《汉书·五行志》) 。正
彰显了前者的特质，“更化”政治正展现了后者的特
征。正是这一进路，对后起的、同时具有理论和政治
雄心的儒家中人预制了一条实现其两种想象的基本

理路。
董仲舒真正让儒学站在了理论与实践双关的巅

峰: 在儒家学理的建构上，由于董仲舒综合了诸家之

长，尤其是让儒学立于“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天
人三策》) 的神性基点上，并成功建构起神—人与
人—人相互双重关联的庞大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成
就是先秦诸子的其他各家后继者完全无法企及的。
同时，董仲舒将儒学理念成功引入政治运作过程，真

正实现了儒家扭转“天下无道”局面，恢复“天下有
道”秩序的预期目标，因此将儒学理论建构与儒家
政治实践内在嵌合起来。董仲舒的这一惊人成就，
让儒学成为两汉数百年的主流政治方案，并深刻、广
泛而持久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局

面。倘若人们试图理解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
主流的儒家，非经董仲舒无以知其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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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Approach to Confucianism besides
Mencius and Xunzis Approaches

ＲEN Jian-tao
( Department of Politic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After Confucius，Confucian school has been divided into eight branches，among which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approaches to Confuciansim are Menciuss moral idealistic mental Confucianism and Xunzis idealistic po-
litical Confucianism．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while the latter stresses the con-
struction of Confucian politics，both of which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Hence，the combination of both approa-
ches is the new route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Confucianism which take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approaches to over-
come each others limitations and it is the integrative route of moral id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However，the
breakthrough of modern Confucian study is not just the integration but rather the continuation of Dong Zhongshus
approach，which does not just rely on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male sheep with the major concern with political
operation，but on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 rationale and Confucian politics． In theory，it has established
the Confucian system which draws essence from each school． In practice，it adheres to principles to carry out politi-
cal operation and integrate Confucian theoretical ambition with political aspirations． As a result，all the followers of
other schools originated in Pre-Qin Period found it difficult to catch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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